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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何以成为问题

李义天

摘 要 作为当前学界的热门领域，政治哲学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围绕“何

为政治哲学”问题，学者们已经给出诸多回答并形成一定共识。然而，政治哲学之所以作为问

题被提出，却是现代哲学的内部分化以及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之间的对立分野所致。因此，

对“何为政治哲学”的不同回答，不仅取决于对“何为哲学”的不同理解，而且取决于对“何为

政治科学”的不同理解。来自哲学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变化，使得“政治哲学”成为一个并非自

明的知识类型而亟待划界和澄清。但无论采取何种定义，“规范性”依然构成政治哲学的概念

“硬核”。对“规范性”的诉求，促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自我确证和不断推广，激发了现代社会

成员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自我审视和重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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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译介和
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当代政治哲学流派被引入国内学界，各方观点和命题也激起了广泛的

关注、讨论乃至争论。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和文化自信程度的提升，如何在分析这些流派的基

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整合方案、如何在面对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反观中国古典学术的政治哲学资源、

如何在思考这些命题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日益成为中国学人必须认真对待的

问题。然而，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清楚地知道“何为政治哲学”。毫无疑问，对于这个更

加根本的问题，即便是国内学界的回答也早已汗牛充栋 [1]。可是，这并不代表它不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

要。因为，就算是在接受了“政治哲学”的一般定义及其描述之后，我们依然可以追问的是：人们为什么

会提出“何为政治哲学”这样的问题？如果该问题的答案不一而足，那么，这种多样的状况是怎么造成的？

它意味着什么？如果人们在诸多答案中终究可以发现政治哲学的核心特征，那么它（们）究竟在什么意

义上是成立的？综言之，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哲学”新定义，而是为了反

思既有定义的复杂性，能够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澄清。

一、何为政治哲学：哲学的内部问题

我们如今提出“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并不代表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恰恰相反，我们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不仅有所知晓，而且所知甚多。也许，正是由于我们了解得太多，所以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

为，我们真正感到困惑的，不是没有人提供答案，而是想搞清楚，在各式各样的答案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更

宏观的背景或一条更隐秘的线索。

在 20 世纪思想史上，关于“何为政治哲学”最知名的回答来自施特劳斯。在 1957 年发表的同名论
文中，施特劳斯观点鲜明地指出：哲学“是寻求普遍性的知识，寻求关于整体的知识”，是“用整体（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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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整体的意见”，因此，相应的，政治哲学就是探求政治事务的普遍本性的学

说 [2]（P343-344）。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政治事务依其本性就是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拒绝，歌颂或谴责
的对象。正是基于其本质，它们不是中立的”，所以“如果人们不按照好或坏、正义或不正义的判断标准来

认真对待它们的或明确或隐晦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按照某种善或正义的标准去衡量它们，人

们也就不能理解政治事务究竟是什么”[2]（P344-345）。因此，政治哲学不可能回避规范性的层面，它必
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亦即，发现或建构某种善的或正义的政治状态。在这个意义上，

施特劳斯相信，“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

的知识”[2]（P345）。可见，所谓“政治哲学”，至少可以得到两种解释：一是关于政治现象之整体研究的
政治哲学；二是关于政治现象之规范要求的政治哲学。尽管从理论上讲，两种政治哲学完全可以区分开

来——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种不诉诸规范性的方式来讨论政治事务的运转及其本质，而无需
专门考虑这种状况“应该”合乎什么价值原则——但是，至少在施特劳斯以及多数政治哲学研究者的眼
中，整体性与规范性的共同出现，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最基本的知识特征。

如今看来，这种观点已是耳熟能详甚至不证自明。然而，施特劳斯之所以提出上述问题并做出特定

回答，是因为当时流行着在他看来深感忧虑的第三种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解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分析的

政治哲学”（analytic political philosophy）。根据这种观点，“政治哲学”的内容和使命在于讨论和澄清
政治学说中各种概念的用法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政治学说所指向的实际的政治事务。

持有这类主张的学者大多具有分析哲学的背景或认同分析哲学的主张，认为哲学与现实生活无关，哲学

无力也不应去直接干预生活，而是应该梳理和澄清各种理论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和用法，进而弄清楚语

词及语言本身的意义和用法。相应的，“政治哲学”也无非就是提供语词分析活动的哲学研究在政治领

域的具体运用而已：“例如，艾耶在为 T. D. 韦尔登的著作撰写的序言中着重指出韦尔登对政治哲学所
提出的定义是符合他的观点的：政治哲学并非旨在‘维护每一个特殊的制度或为之进行斗争’，而是旨在

‘说明以特殊的方式在政治研究中形成的各种论断的逻辑’，特别是‘认识应该提出的问题的范围以及为

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遵循的最适当的方法’。”[3]（P9）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被认为仅仅是政
治科学的方法论，是对政治科学的语言、界限和目的的研究，政治科学的逻辑和认识论，政治科学的原理

论自在意识，或者说是原政治或政治‘研究’的原理论”[3]（P8-9）。
毫无疑问，政治哲学是可以被用来处理政治科学的逻辑或方法。毕竟，反思并构成任何知识或学说

的“元理论”，本来就属于哲学的题中之义。况且，通过这样的元层面研究，政治哲学确实可以获得一些关

于政治科学的整体性知识，进而可以获得一些关于政治现象之本质的整体性理解。然而，现在的问题在

于，即便是元层面的研究，也不应仅限于针对“各种论断的逻辑”的讨论。因为，这只不过有助于我们理

解那些关于政治现象的概念或命题的整体性，却无助于我们理解政治现象本身的整体性。更重要的是，

当政治哲学以这种狭隘的方式回答“整体性”问题时，它已经完全抛弃了关于“规范性”的思考——不是
关于政治概念或命题的规范性的思考，而是关于政治事务或政治生活本身的规范性的思考。对此，施特

劳斯深感悲观。他说：“今天，政治哲学即使没有完全消亡，也处于衰落和可能是腐朽的状态。”[2]（P345-
346）在他眼里，“政治哲学”并不是用于处理政治术语的思辨学说，而是直接面对政治事务、兼具整体性
与规范性的实践理论。因此，他对那些从分析哲学的视角出发得到的、被称为“政治哲学”的东西深为不

满。也正因如此，他才会觉得非常有必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何为政治哲学？”

同样反对采取分析哲学的哲学概念及其操作方式、强调政治哲学应当具有实质性的规范维度的，当

然还包括罗尔斯。在罗尔斯看来，政治哲学显然需要表达特定的政治价值，为那些根本性的政治原则和

政治理念提供基础和论证，参与构成社会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向公民传递关于个体和社会的某些特

定的政治理念作为教诲。因此，政治哲学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规范功能：（1）解决重要的政治分歧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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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冲突；（2）将社会作为整体以及将个人作为公民来思考；（3）对社会制度采取恰当的合乎理性的论证
与辩护；（4）以现实主义乌托邦的精神探讨一种合宜的政治秩序的可能性 [4]（P9-10）。在《正义论》等
著作中，罗尔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处于规范性的维度上。对他而言，“政治哲学最主要的工作，是要

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方法论，运用我们的道德直觉及各种经验性知识，建构出一套最能符合我们深思熟虑

的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的正义体系”[5]（P5）。类似地，米勒也明确表示，政治哲学的核心依然
是要研究生活价值及其实现手段的问题 [6]（P8）。他说：“今天的政治哲学家可以将证据建立在更坚实
的经验主义基础之上了。但是他们工作的本质仍然是”“吸纳我们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并弄清人们被统

治的方式，然后探究根据（他们相信自己的听众也将共享的）那些目标和价值，最好的政府形式会是什

么”[6]（P15）。与之相比，金里卡在这个维度上可能要更激进。他认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有一
种根本性的关联”[7]（P11）；基于道德哲学并契合人们的道德直觉，乃是政治哲学得以成立的关键前提。
金里卡说：“政治哲学是一种道德论证，而道德论证又得诉求我们深思熟虑的直觉”“政治哲学的中心目

标之一，就是要对那些相互竞争的正义理论进行评判，并进而评估这些理论为自己的立场所作辩护的力

度和融贯度”[7]（P13）。
可见，对政治哲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哲学（尤其是对规范性在哲学中所处位置）

的理解。也就是说，“何为政治哲学”之所以构成一个问题，是因为人们对“何为哲学”存在不同看法。到

这一步为止，所有差异仍是哲学内部的差异。然而，对 20 世纪的政治哲学来说，使得“何为政治哲学”成
为一个有意义但也更棘手问题的，在根本上不是来自人们对哲学的不同理解，而是来自哲学之外的其他

研究方法的介入和竞争。正是后者的强势崛起，导致“政治哲学”成为一个并非自明的知识类型，因而亟

待划界、质询和澄清。

二、何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映射

以哲学的方式介入政治生活、讨论政治事务，从而得出关于政治现象的学说，这样的研究不仅早在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开始了，而且当时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西塞罗的《国家篇》均是其中代表。但是，当古代哲学家开展这方面研究时，他们只会认为

自己是在从事“政治学”（politics）研究，而不是专门的“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研究。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对他们来说，哲学的方式几乎是理解政治生活的主要乃至唯一方式。由于缺乏成熟的其

他科学方法，因此他们难以想象，除了基于理性思辨的哲学讨论，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构成关于政治

生活与政治现象的有效考察。显然，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政治哲学”与“政治学”之间是画等号的；甚至

可以说，前者是被后者“包裹”或“遮蔽”的。换言之，如果这种观念不改变，那么“政治哲学”概念本身就

不会凸显。此时，立于舞台中央的就始终只是“政治学”，而不是“政治哲学”。

实际上，自觉反思这类研究的特殊性质，意识到它们更应被命名为“政治哲学”，意识到它们只不过

是政治学全部知识体系中的特定类型或分支，这是十分晚近的事。因为，只有当研究政治事务的其他方

式日趋成熟或成型，以至于相关研究已经壮大到一个能够与哲学的探讨模式相抗衡的情况下，“政治哲

学”才会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门类而获得有效的概念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有意义地提出“何

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进而谋求“政治哲学”的内涵与外延、功能与局限。在施特劳斯看来，20 世纪以
来，沿着韦伯所开创的实证主义路径而日益兴盛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就是那种最能迫使
“政治哲学”独立呈现、但也同时使之面临最严峻挑战的方式 [8]（P53-58）。他说：“政治哲学被理解为与
‘政治科学’截然不同的东西。这种区别是哲学与科学的基本区别的结果。甚至这种基本的区别也是新近

产生的。就传统而言，哲学和科学是没有区别的……17 世纪伟大的理性革命开辟了当代自然科学的道
路……新的自然科学越来越独立于哲学……哲学和科学的分野得以确立，政治哲学和作为一种研究政

治事物的自然科学的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分也随之获得了广泛认可。”[9]（P1）进入 20 世纪之后，随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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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不断深入，亦即，随着“政治科学”的全面兴起，与之迥然有别的“政治哲学”的自

觉性逐渐被激发起来。从而，那些一直以哲学的方式探讨政治事务的研究者才意识到，他们所做的“政

治学”原来并非完整的政治学，而只是全部政治学的一个部分，一个需要他们加以区分、澄清和捍卫的部

分。所以，这个理应被更精确地定义为“政治哲学”的部分，其实是被“政治科学”映射出来的，它的地盘

与边界是被“政治科学”逼迫出来的。概言之，没有“政治科学”的发展及其自主性的确立，就没有对“政

治哲学”的提炼、反思乃至重新定义；没有“政治科学”的发展及其自主性的确立，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就

仍会以“政治学”来命名自己的工作，并认为自己的研究方式就是探讨和考察政治事务的唯一（主要/基
本）方式。

因此，在这种条件下，要理解“何为政治哲学”，就必须同时了解“何为政治科学”。政治哲学/政治科
学之间的相互映射，构成了政治学的两个基本部分。它们的“研究对象是共同的，二者的分野在于使用

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使用科学方法还是哲学方法”[10]（P6）。然而，什么又是科学方法呢？对这个问题的
不同回答，不仅带来有差异的“政治科学”定义，也给“政治哲学”划出不同幅度的边界。由此，“何为政治

哲学”这个问题，将会因为需要进一步考虑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的映射关系而变得愈加复杂。

首先，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科学方法仅是指那些在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

方法，即凭借经验观察、实验设计、数据采集和精密计算而发现因果联系及其规律的方法。通过此类方

法获得的“政治科学”，几乎可被视为自然科学在政治领域的“翻版”或“移植”。研究者普遍认为，在 20
世纪流行一时的行为主义流派正是这种门槛最高的政治科学范畴的典型代表。因为，行为主义不仅反对

在政治事务的讨论中引入任何抽象思辨或初始原则，反对把政治学同道德或伦理问题混淆在一起，反对

对政治事务采取无法进行经验检验的宏观解释，而且认为，任何一个群体的性质都可以最终被还原为个

体的性质（就如同任何一个物体都可以被还原为基本粒子），因而我们可以“通过对个体行为的观察并

对一定数量个体的行为进行通约而归纳出群体的性质”[10]（P7）。与心理科学中的行为主义一样，政治
科学的行为主义也非常强调面对动机、意图等心理概念及其理论预设时所需采取的谨慎态度。对行为主

义来说，政治科学不应在任何意义上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可观察、可检验的经验基础

上；那些值得追求的科学的政治理论，必须是从经验和事实中得出并经得起经验与事实检验的学说。

其次，在较严格的意义上，科学方法可以包括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充分展示其

有效性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社会科学所运用的实证调研、田野访谈等方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

自然科学影响的产物。然而，与后者不同，社会科学不仅可以容纳基于数据刻画的定量研究，也可以容纳

基于主体判断和阐释的定性研究；不仅可以要求研究者对政治事务做出实际描述和分析，而且可以允许

他们在此基础上展开合理但并非绝对确定的推测和预判。此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

一定持有那么强烈的“还原论”立场。因为在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家眼里，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本身就

是一个完整的、实在的整体对象。因此，运用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并且构成社会科学一部分的“政治科

学”，就会特别注重对政治架构、政治制度的整体运行及其因果规律的研究，“力求系统地描述、分析和解

释政府机构和公开政治性组织的运作，加之所有那些有助于确定合法权威所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分配

方案或决策的社会活动和互动关系；以及那些展示有关这些机构、决策和分配的各种论点的价值观、人

性观和各种描述性理论”[11]（P569），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和推测政治活动的未来趋势或选项。
最后，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科学方法还可以包括思想史、专门史等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政治学

研究者承认，历史科学方法的引入，其实才是人类关于政治事务的探讨真正迈向“政治科学”的开端：“自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起，在最初的 400 年里，继承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为政治科学的复兴做出重要
贡献的政治学家，几乎同时又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些胸怀科学抱负的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是历史的

结果。……他们把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比较的方法：通过系统地收集既存文献资料以把握与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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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关的事实，并按照历史演变过程的顺序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的考察以从中发现政治生活内在的因

果联系的网络；同时又通过若干国家的比较以检验在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存在的因果联系的网络是否

具有普遍性，即是否普遍为真；由此建构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10]（P6）显然，这种方法之所以堪称科
学，关键还是在于这种研究对经验事实与经验验证的倚重。只不过，历史科学中的经验事实，往往不是

来自现实的调查收集，而是来自文献资料的记载或考古文物的证据。面对这些记载或证据，研究者的判

断、推理乃至联想能力尽管变得格外重要，但他们运用这些能力的目标却依然是为了发现事实；并且，他

们依然相信，自己的观点和论述在新的记载或证据出现时仍是可被证伪或证实的。

综言之，“政治科学”本身是一个颇具弹性的概念。如果“政治科学”意味着一种运用自然科学或社

会科学方法的知识类型，那么，“政治哲学”的范围就会较宽。它不仅包括前文所说的（1）对政治概念进
行语词分析的政治哲学、（2）对政治现象予以整体把握的政治哲学以及（3）对政治事务做出规范评判
的政治哲学，还会涉及“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哲学史”。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思想/哲学史可以被认
为是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政治思想在历史层面的展开，是构成政治哲学的各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的

历史过程 [12]（P1002）。也就是说，这类研究是在历时性而非共时性地讨论政治哲学，其最终目的也是
为了揭示政治哲学各种观念的历史境遇及其当代影响¬。

然而，如果“政治科学”不仅意味着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还意味着历史科学方法的运

用，那么“政治哲学”的地盘就会缩减许多。因为，此时即便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会由于更注重政治

理念的经验背景，而更多地体现出实证色彩，而非思辨特征 [7]（前言 P3-4）。相应的，在这种映射关系中
出场的“政治哲学”也会更鲜明地表现出自身的整体性与规范性一面，从而与道德哲学发生更紧密的直

接关联。显然，这种“政治哲学”是哲学研究者最熟悉的版本：以一种无需过多考虑历史语境或主体分歧

的方式，讨论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的道德正当性与合法性，探求一种在道德上稳定的、合宜的基本制度

安排，进而普遍地影响社会的公共文化、政治决策者以及普通公民。在施特劳斯看来，备受推崇的古典

政治哲学就是这种范型。因为“古典政治哲学探索的是政治现象的本质以及最好的或公正的政治秩序，

而不是研究同政治史相关的特殊现象——具体的政治家和国家，更不用说研究政治哲学史。比如说柏拉
图……他‘不关心甚至蔑视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他认为最好的政治秩序和哲学问题‘比这个或那个人

对这一最好的政治秩序的见解这一历史问题要重要得多’”[9]（P1046）。
可见，关于“何为政治哲学”的不同回答，不仅取决于对“何为哲学”的不同理解，而且取决于对“何为

政治科学”的不同理解。表面上看，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别似乎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在于

研究方法的不同。但究其实质，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别似乎也不在于研究方法的判然有别，而在于

后者的研究方法要比前者更多。也就是说，政治哲学可以从纯粹的哲学思辨方法而部分地拓展到历史科

学的方法，但是，政治科学却可以继续从历史科学进一步拓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正是“政

治科学”在研究工具上的多样性，使得现代人关于政治事务的探讨在内容上可以变得更丰富、更广博，也

更复杂。也正是这种丰富、广博和复杂的思想状况，才使得我们这些现代研习者去追问、区分和澄清“何

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变成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三、何为政治哲学：作为硬核的规范性

一方面，政治科学的范围变化虽然影响到政治哲学的外延，但它只会以更加丰富多样的知识形态

来证明而不会影响政治哲学的内涵，即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事务的整体性和规范性学说，它不可能对政

治现实“无动于衷”[13]（P40）。另一方面，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虽然会影响到政治哲学的内涵，但由此得出

¬ 如果“政治科学”仅仅意味着一种运用自然科学（不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而获得的政治知识类型，那也不会使得“政治哲学”的范围在此基础上

变得更宽。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全部政治学知识体系就会由“政治哲学/政治科学”的两分模式，变为“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科学”的三分
模式。此时，政治科学所让渡出来而未曾运用的那种社会科学方法，将带来一种并不那么“科学”但也不至于被归属于“哲学”的中间理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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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种定义却必须接受其内涵中硬核部分的筛选。也就是说，并非每一种关于“何为政治哲学”的回

答和界定，都能够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与广泛接受。那种基于分析哲学的狭义理解而仅对政治概念进行

语词分析的政治哲学，尽管流行一时，却终究未能构成政治哲学的主流。类似地，那些试图在价值层面

保持中立而只对政治现象及其运转状况作整体描述的政治哲学，其实也并不能完成“探求政治事务的整

体和普遍本性”“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的理论任务。因为政治事务的本性就在于规范性，即政治事

务必定蕴涵、体现或指向某种特定的价值判断或价值诉求 [13]（P195-196）。这是政治哲学的“硬核”。在
当代学术语境中，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承认，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规范理论，人们需要去发现或建构的是

一种堪称“规范的政治哲学”（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的学说 [14]（P2）。
然而，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或者说，政治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规范的”？最直白的观点认

为，既然哲学需要介入生活，发挥其批判和指导功能，那么，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门类，理应对政治

生活尤其是国家生活的运行方式、原则和理念有所思考、批判、引导与矫正 [15]（P5）。它需要考察并提
出“政治行动所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所从出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研究根据这些原则构成的

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等方面 [16]。进一步地，如果政治活动还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

一切实践与交往行为，那么，“政治哲学”的讨论对象还将包括与人们在公共领域不断成就自身的一切行

动，并对这些行动均要有所规约和范导。概言之，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充分地体现在它能够且应当直

面政治生活，引导政治事务，提供规范的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 [17]（P8）。正如沃林相信的那样，政治哲
学家必须成为“杂乱无序的围剿者”，他们“必须修复一个意义上已支离破碎的世界及其伴随的机构性表

现方式”，“必须从政治混乱中造就一种政治和谐……没有一位政治理论家鼓吹过杂乱无序的社会，也没

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把永久的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提倡。在其最基本的含义里，秩序表示一种和平

与安全的状况，它使文明生活有了可能”[18]（P9）。
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中，能够发现或建构怎样的规范的政治理念、原则或

主张——即哪些规范性的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可以被提出并且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却不
是由政治哲学“无中生有地”提出的。在根本上，它们是由这个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及其文化背景所决定。

换言之，任何试图以哲学的方式对政治事务提出具有明确规范效力的理念、原则或主张，都是政治哲学

针对当时社会状况及其共同问题的某种具体回应，都是当时的现实背景与当时的知识背景相交集的现

实产物 [7]（P4-5）。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向政治事务“提出”各种规范性的理念、原则或主张的，根本上并
不是政治哲学，而是处于时代之中的政治事务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门知识，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政治事务的规范要求，

还应当（似乎更应当）涉及对这些规范要求的理由、依据、标准的论证与判定。因此，政治哲学的重要功

能和使命，除了刻画规范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原则，更在于对这些基于合理理由、历史依据或现实需求的

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从逻辑性与正当性上给予规范意义的证成或证伪，从而使之更加准确合宜，更加

精细化和系统化。罗尔斯说：“政治哲学的优点只在于，通过研究和反思，它能够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地

阐释政治理念的某些基本概念。”[4]（P1）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的重心是论证”[19]（第 11 版），而不

是“提出”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至少，它不享有“提出”这类理念、原则或主张的特权。尽管政治哲学

常常因为诉诸理性而看似获得这方面的权威性，但“政治哲学的一本原著对人类理性的这种诉诸是否成

功，这是一个集体的判断，是在一个社会的一般文化氛围中经过长期讨论后做出的；作为个体，每一位公

民都会对这些原著做出是否值得加以研究和反思的判断”[4]（P3）。
必须承认，无论是对规范的政治理念、原则或主张的设定，还是对它们的规范性论证，以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都是这方面毫无争议的典型。因为古典政治哲学所设定和谋求的，正是

一种追求自我完善的政治主体以及一种足以体现至善的政治结构。比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由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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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结成政治社群合乎其自然的目的，而“好生活”必然也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实现 [20]（P9）。然而，到马基
雅维利这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却发生了重大的转移。表面上看，似乎马基雅维利对君主权力、国家

功能等方面的论述完全放弃了对善或正义的规范性追求，但是，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

哲学之间的实际区别，却不在于后者强调规范性而前者放弃规范性，而在于两者对“规范性”的理解完全

不同。研究者指出，“马基雅维利反对古典政治哲学（也就是苏格拉底传统的政治哲学）以‘应该’和‘好’

为导向，他认为这是无用的真理，只是言辞或想象中的国家，而这种国家的特点就是要求统治者践行伦

理德性。而他关心的是‘事实性的真理’（factual truth）或‘有效真理’（effectual truth），关心人们实际
如何”[21]（P38）。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只是在降低政治生活的道德标准，而不是抛弃政治生活的
道德标准；换言之，马基雅维利并非“用一种单纯描述性的或分析性的政治科学反对古典规范性的政治

哲学”，而是用一种在他看来正确的规范性教导去反对一种错误的规范性教导 [21]（P38）。当然，这也恰
好表明，“规范性”的伦理意义——作为普遍的、稳定的、具有伦理共识性质的“规范性”——在政治哲学
中的地位确实发生动摇。

进一步促使“规范性”含义转变的是霍布斯。在他这里，政治领域不再有最高的善，“但是有最高

的恶，即死亡……人聚集在社会里不是为了达到一种共同的善，而是为了避免可能来自相互之间或来

自自然的恶。……整个现代哲学试图把人的政治存在不是建立在德行上，而是只建立在必要性上”[22]

（P75）。也就是说，政治的生活不再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卓越和光荣，而是为了避免伤害以求每个人自己
能够凭借自由而存活于世。在此基础上，现代政治哲学通过承认脆弱的个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彼此

交换，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保持相对的张力，从而留出私人空间以供个人打理和经营自己的“自

由”[23]（P11-12）。因此，不仅“规范性”的伦理意义发生动摇，其公共意义也开始变得脆弱。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规范性”的公共意义进一步萎缩。政治领域的“价值中立”诉求获得越来越多

支持。然而，强调“价值中立”的政治哲学依然可被认为是一种规范性的立场，因为它预设了“价值中立

是好的”这一判断。在强调“国家中立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中，“价值”是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派别或

利益集团持有的具有特定道德倾向的立场，而“中立”则意味着不应让这些派别或集团在国家层面上单

一地倡导或推广它们各自立场，更不应利用国家机器将其中某种立场作为主导观念规定下来。但尽管如

此，这种学说并未因此就要取消“价值”以及一切价值判断，它只是要求各方应在私人领域或非国家层面

上倡导自己的价值；它把价值的定义、倡导和追求的权利交给个体或局部，但也将之限定在个体或局部，

而在国家层面上则不应有特殊的倡导。政治自由主义相信，如果一定要在公共领域倡导某种价值，那也

不是倡导某个特殊的完备性学说，而只能倡导“价值中立”这种非常稀薄的规范性要求而已。

概言之，随着政治哲学的现代进程，“规范性”的内涵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规范性”所能诉诸的

稳定或统一的基础也日益被稀释。但是，这些不足以证明，政治哲学已经放弃了对“规范性”的追求。与

那些将主要精力置于概念的语词分析或经验的整体把握的政治哲学相比，谋求具有范导性的政治理念、

原则和主张，对其理由和基础予以澄清和证明的政治哲学，依然构成当前学界主流。政治哲学必须“具备

美好的政治理想和理念……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维持正义感，站在正义的立场和适当的距离，对

实际的政治进行清醒的监督和批评”[12]（P872），依然构成一种认同广泛的主张。其实，政治哲学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得以再度兴起的事实也一再表明，不是别的，而是对“规范性”重新燃起的兴趣和诉求，

促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自我确证和不断推广，激发了现代社会成员对其生存境遇的自我审视和重新反

思。如今，政治哲学与越来越多的人类生活议题息息相关，以至于每一个关心伦理生活、关心人类未来发

展的人都必须认真对待政治事务及其规范原则，进而在严肃的反思中提出这个问题：“何为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1] 段忠桥.何为政治哲学.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18.



· 82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

[2] Leo Strauss. What is Philosophy? Journal of Politics, 1957,19(3).
[3] 特勒斯尼亚.当代政治哲学的结构和使命.乔亚译.国外社会科学，1988，（5）.
[4] 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 应奇.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6] 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李里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7] 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8] 卡罗勒·维德马耶尔.政治哲学终结了吗？杨嘉彦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9]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0] 宁骚.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政治学卷》总序.江汉石油学院学报，2002，（3）.
[11]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2.
[12] 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3] 彼得·特拉夫尼.苏格拉底或政治哲学的诞生.张振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 乔纳森·沃尔夫.政治哲学导论.赵荣华，陈任博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
[15] 亚当·斯威夫特.政治哲学导论.佘江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6] 韩水法.什么是政治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1）.
[17] 钱永祥.动情的理性：政治哲学作为道德实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
[18] 谢尔登·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9] 姚大志.什么是政治哲学.光明日报，2013-09-24.
[2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1] 刘玮.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施特劳斯、政治现实主义与基督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2] 雷米·布拉格.面对现实.薛军译 //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23] 包利民.古典政治哲学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Why “Political Philosophy” Becomes a Question

Li Yitian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hot issue in contemporary academia,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aroused considerable atten-
tion and discussion. Scholars have provided lots of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Philosophy?”, and made
a certain kind of consensus about it. However, it is the differentiation with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rivalry
between philosophical methods and scientific ones that make political philosophy questionable. Therefore, the
different answers to “What is Philosophy”, depend not only on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bout “What is
Philosophy”, but on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is Political Science”. The complexities and changes
within and/or outside philosophy make political philosophy so blurred that it has to be clarified and defined
clearly. Despite the various definitions, the hard cor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normativity”. It is the appeals
of normativity that require the justifica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romote the reflection and
revisit on the public living conditions by members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norm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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